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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生态脆弱区农户生计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本研究以内蒙古察哈尔右

翼后旗为案例区，基于Speranza提出的生计恢复力三维框架(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学习能力)，结合

熵值法赋权与综合指数法，构建包含15项指标的评价体系，通过290份有效问卷实证分析农户生计恢复

力水平及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 区域农户整体生计恢复力指数为0.391，处于中低水平，其中缓冲能

力(0.214)相对较强，而自组织能力(0.079)与学习能力(0.077)显著薄弱；(2) 不同类型农户恢复力差异

显著：个体经营型最高(0.495)，务工主导型(0.431)和兼业均衡型(0.392)次之，扶贫补助型最低(0.231)，
极差达2.14倍(P < 0.001)；(3) 缓冲能力优势集中于个体经营型(资产积累强)与务工主导型(人力资本高)，
扶贫补助型在三大能力维度均表现弱势；自组织能力受社区连接度与基础设施制约，学习能力则因信息

获取与技能培训不足受限。建议通过强化弱势群体资产支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与技能培训体系，提升

农户适应能力，为生态脆弱区乡村振兴提供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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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climate change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armers’ livelihoods in ecologically fr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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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 face major challenges. Using Chahar Right Back Banner in Inner Mongolia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develops a 15-indicator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Speranza’s three-dimensional livelihood 
resilience framework (buffer capacity, self-organization capacity, and learning capacity). Apply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 we analyzed 290 valid househol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show the overall livelihood resilience index is 0.391 (medium-low level). 
Buffer capacity is relatively higher (0.214), while self-organization (0.079) and learning capacity 
(0.077) are notably weake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among farmer types: individual business-
oriented farmers have the highest resilience (0.495), followed by migrant labor-oriented (0.431) 
and balanced multi-occupation (0.392), with subsidy-dependent farmers lowest (0.231). Buffer ca-
pacity advantages mainly stem from asset accumulation and human capital, while low self-organi-
zation and learning capacities are constrained by limited community connectivity and insufficient 
training.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asset support for vulnerable groups, improve infrastructure, 
and expand skills training to enhance farmers’ adaptive capacity and support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fragil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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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1]，农村生计系统面临的环境压力、社会风险与政策变迁日

益复杂，农户的生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多重挑战[2]。特别是在生态脆弱区与资源约束区，农户更容

易受到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外出劳动力回流等因素的影响[3]，其生计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能力亟需加

强[4]。生计恢复力作为衡量个体或群体在外部冲击下维持和重建生计的能力，不仅是实现农村减贫、防

返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关键命题[5]。 
农户生计研究起源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 SLF)，该框架由英

国 DFID 提出，强调农户生计系统由自然、物质、人力、金融和社会五大资本构成，生计结果受政策制

度、外部冲击与可用资源等因素共同影响[6]。该框架强调农户通过不同的生计策略组合，实现生计目标

的动态过程。 
近年来，随着全球风险意识增强，恢复力(Resilience)理论逐渐被引入生计研究。Speranza 等学者将

“生计恢复力”界定为农户在面对冲击时维持和重建生计系统的能力[7]，并提出以缓冲能力、自组织能

力和学习能力为核心的三维分析模型，拓展了生计研究的深度与适应性维度[8]。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区域概况 

察哈尔右翼后旗(简称察右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北部，地处阴山北麓，毗邻蒙古国边境，

总面积 3782 平方公里。全旗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年均气温约 3.8℃。行政区划包含 5 个镇、2
个苏木和 1 个乡，旗政府驻白音察干镇(见图 1)。2023 年户籍人口 19.4 万，常住人口 8.5 万，城镇化率

56%，人口外流显著。经济以建材、石墨新材料和农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2022 年 GDP 达 82.8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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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 万元，农村居民 1.6 万元。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和区域不合理农牧开发利

用，该地沙化和盐碱化严重，加重了该地农户的生计问题。因此，对该地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及生计

优化路径进行系统研究，对推动该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7 日开展的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户生计的实地入户专题调研。根据当地农业的分布区域，最终选

取 15 个行政村为调研样本点，每个样本点随机抽样 20 户居民进行问卷发放，共获得问卷 300 份，其中

有效问卷 290 份，有效率 96.7%。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20)4619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1. Schematic map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示意图 

2.2. 生态恢复力评价体系 

主要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以 Speranza 的生计恢复力分析框架，从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

三个维度构建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9]。参考已有研究，结合研究区生计发展环境及主要外来扰动，

进行评价指标的选取(见表 1)。 
 

Table 1.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of livelihood resilience 
表 1. 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指标及描述 权重 

缓冲能力 

X1人均耕地面积 0.0988 

X2金融支持度：农户家庭能够筹集资金的途径，多 = 1，少 = 0.5，无 = 0 0.0923 

X3家庭人均年收入 0.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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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X4家庭劳动力人数 0.0331 

X5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 0.0321 

X6人员健康状况 0.0342 

X7住房条件：由是否在外购房表征，其中，未购房 = 0，购房 = 1 0.1512 

X8家庭拥有农机具数量 0.0992 

自组织能力 

X9社区成员信任度：十分信任 = 1，一般信任 = 0.5，不信任 = 0 0.0234 

X10社区连接度：能够得到帮助的人数 0.1242 

X11交通便利性：很方便 = 1，较方便 = 0.5，不方便 = 0 0.0599 

X12设施覆盖度：社会保障政策满意度，很满意 = 1，较满意 = 0.5，满意 = 0 0.0342 

学习能力 

X13风险认知度：农户是否能感知生计风险，完全可以 = １， 
基本可以 = 0.5，需要帮助 = 0 0.0731 

X14参加技能培训次数：当年参加技能培训总次数 0.0422 

X15信息获取度：经常看( 电视、广播、网络) = 1，有时 = 0.5，从不 = 0 0.0566 

 
(1) 缓冲能力。缓冲能力是指农户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时，依靠现有资源和能力，减轻风险带来的影

响，并维持基本生计水平的能力。其中，选取人均耕地面积(X1)自然资本，乡村本土资源优势较好，对于

农户发展生产较为有利；遇到困难时能够通过个人社会关系筹集资金的渠道途径来邦族农户生计的抗风

险能力，故选取金融支持度(X2)表征社会资本；农户家庭的收入和储蓄越多，面对外部风险时的抗压能力

也就越强，故选取金融指出度(X3)表征金融资本；选取家庭劳动力人数(X4)、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X5)、
和人员健康状况(X6)表征人力资本，数值越大，意味着农户应对生计风险的能力越强；住房条件(X7)和家

庭拥有农机具数量(X8)表征物资资本，其值越高说明固定资产越多，抗风险能力越强。 
(2) 自组织能力。自组织能力是农户在面对生计挑战和风险时，通过自主调整、协调和整合资源，自

发地组织和管理生产活动、社会支持和资源利用，以应对外部变化，保持或提升生计水平的能力。因为

该地区的生产类型相似并且城镇之间彼此相互联系所以选取社区成员信任度(X9)、社区连接度(X10)、交通

便利性(X11)和设施覆盖度(X12) 
(3) 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指农户通过获取、吸收和应用新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不断改进和优化其

生产和生活方式，以适应变化的环境和应对生计挑战的能力。故选取风险认知度(X13)表征农户对于风险

的认知和感知能力；选取参加技能培训次数(X14)和信息获取度(X15)表征农户所获取的学习的途径和能力。 

2.3. 生计恢复力指数计算 

(1) 数据标准化 
为了消除不同量纲和指标本身差异带来的影响，使各项指标可以公平比较和加权汇总，需要按照正

向指标式(1)和负向指标式(2)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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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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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指标权重 
由于各项指标对评价结果的贡献程度不同，因此合理确定指标权重是确保评价结果科学性与准确性

的关键[10]。因此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比重( ijY )、熵值( je )权重( jw ) [6]计算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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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计恢复力评价计算 
运用综合指数法测算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数[11]，计算公式为 

1 2 3RT r r r= + +                                         (6) 

RT 为生计恢复力指数； 1r 为缓冲能力指数； 2r 为自组织能力指数； 3r 为学习能力指数，将其分别进

行加权求和法计算。 

3. 结果分析 

3.1. 农户类型划分 

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户生计来源由单一的农业种植养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本研究为提升农户生计恢

复力评估的科学可靠性与生计改善措施的精准性，基于既有研究成果，构建了双重维度的分类框架：以

家庭经济结构和劳动要素配置取向为基准指标，将单一类型生计收入超过家庭总收入 60%作为主导收入

源的判定标准，由此系统性划分出研究区域六大农户类型[12]。其中，农业主导型农户主要以种植业或畜

牧养殖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务工主导型农户受限于当地的自然环境，主要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个体经营型农户指以家庭为单位，依托自身良好的住宅区位和依托自有资源进行市场化经营的农户；扶

贫补助型农户指因家庭经济基础薄弱或突发性困难需依赖政府补助维持基本生活、改善生产条件的农村

低收入群体；兼业均衡型农户指收入来源多样的形式，有两种或多种以上的收入来源，以“个体经营 + 
补助”、“种植 + 养殖”、“草场养殖 + 外出务工”等多种组合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3.2. 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分析结果 

3.2.1. 农户生计恢复力 
通过表 2 可知，察哈尔右翼后旗乡村地区的生计恢复力平均值为 0.391，处于中低水平，整体仍具有

较大的提升潜力。从三个维度的得分情况看，缓冲能力表现相对较好，得分为 0.214，表明该地区农户具

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抗冲击能力；而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为 0.079 和 0.077，反映

出村民在社会联结、组织参与及知识获取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当地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在一定程度上依

赖于自身积累，但制度政策支持不足、转产转业能力较弱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恢复力的进一步

提升。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存在显著差异。个体经营型农户表现最为突出，综合恢复力

指数达到 0.495；务工主导型农户次之(0.431)；而扶贫补助型农户得分最低，仅为 0.231。最高与最低类

型之间的差距达到 2.14 倍，差异显著(P < 0.001)，说明农户生计类型对恢复力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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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asurement of farmers’ livelihood resilience and ANOVA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农户生计恢复力测度与 ANOVA 分析结果 

农户类型 
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 学习能力 生计恢复力 

均值 F 值 P 值 均值 F 值 P 值 均值 F 值 P 值 均值 F 值 P 值 

农业主导型 0.153 5.99 0.002 0.082 2.555 0.294 0.07 6.01 0.001 0.297 6.322 <0.001 

务工主导型 0.262   0.079   0.088   0.431   

个体经营型 0.281   0.105   0.101   0.495   

扶贫补助型 0.121   0.069   0.04   0.231   

兼业均衡型 0.233   0.071   0.085   0.392   

全部农户 0.214   0.079   0.077   0.391   

3.2.2. 缓冲能力 
由图 2 可知，个体经营型农户在多数指标上表现突出，尤其在人均年收入、金融支持度、家庭拥有

农机具数量等方面得分较高，说明其在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源方面具备较强的积累能力，是缓冲能力最强

的一类。务工主导型农户在人均耕地面积和家庭劳动力数量上表现一般，但在劳动力教育水平方面得分

较高，说明其人力资本较强，具备一定的就业和收入能力；但在住房条件和农机具等资产类指标上较弱，

整体缓冲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农业主导型农户在人均耕地面积上具有优势，体现其依赖农业生产，

但在金融支持、教育水平和住房条件等方面得分较低，说明其整体生产方式仍偏传统，抗风险能力有限。

扶贫补助型农户在大多数指标上得分偏低，特别是在年收入、教育水平和住房条件方面处于劣势，是整

体缓冲能力最弱的一类农户，生计脆弱性突出，亟需政策重点扶持。兼职均衡型农户在各项指标上表现

较为均衡，虽无突出优势，但也无明显短板，表明其通过多种收入来源维持基本生计，具有一定的抗冲

击弹性。综上，个体经营型农户具备较强的缓冲能力，而扶贫补助型农户则处于显著劣势，农户之间的

资源禀赋和发展模式对其缓冲能力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弱势群体的资产积累、教育培训和金

融可及性，是增强整体生计恢复力的重要途径。 
 

 
Figure 2. Indicator scores for farmers’ buffer capacity 
图 2. 农户缓冲能力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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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自组织能力 
由图 3 可知，社区成员信任度在所有类型农户中普遍较高，尤其是个体经营型农户表现最为突出，

得分接近 1，显示其在村庄社区中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互信网络，这为其形成自发互助、资源互通提供了

良好基础。农业主导型、务工主导型与兼职均衡型农户在该项指标上也具有良好表现。交通便利性方面，

兼职均衡型农户得分最高，说明其在地理位置与外部连通性方面具有优势，便于获取外部资源和信息，

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与组织参与。相比之下，扶贫补助型农户和农业主导型农户得分相对较低，

表明其空间可达性较差，可能导致外部资源流入受限。在社会连接度维度上，整体得分普遍偏低，尤其

是农业主导型与扶贫补助型表现较弱，显示其参与社会组织、合作社或村民理事会的程度较低，社会网

络相对单一，不利于形成互助机制。设施覆盖度同样整体得分偏低，说明大多数农户所处区域的基础设

施仍较为薄弱，制约了村庄整体的组织协调能力。个体经营型农户和务工主导型略优于其他类型，反映

出其相对具备更好的生活服务基础。综上所述，个体经营型和兼职均衡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相对较强，

具备良好的社区互信基础和对外连接能力；而扶贫补助型农户在多个方面表现滞后，显示其社会支持系

统与公共资源获取能力较弱，是自组织能力建设的重点对象。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自组织能力差异，应

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提升农村交通与信息基础设施，激励农户参与合作组织，以增强其自我修复与协同

恢复的能力。 
 

 
Figure 3. Indicator scores for farmers’ self-organization capacity 
图 3. 农户自组织能力指标得分 

3.2.4. 学习能力 
从图 4 可以看出，个体经营型农户在三个维度上均表现突出，尤其是在信息获取度和参加技能培训

次数方面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显示其在获取外部资源、主动学习新技术等方面具有更强的意愿与能

力。这类农户往往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与适应能力，是典型的“自我驱动型”群体。农业主导型农户在

风险认知方面得分较高，说明其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等风险有一定的感知和认知基础，但在信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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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训参与方面仍有不足，表明其对现代生计知识和外部资源利用仍相对保守。务工主导型农户在学习

能力方面表现中等，在信息获取与培训参与上得分尚可，但整体仍低于个体经营型，表明其虽具一定适

应性，但学习能力尚未形成系统机制。扶贫补助型农户在三个指标上得分均较低，尤其是在技能培训参

与度方面几乎处于最低水平，反映出其主动学习能力弱、接触新信息渠道受限，是学习能力最薄弱的群

体。兼职均衡型农户在风险认知和信息获取方面得分较高，但培训参与度较低，说明其具有一定的认知

基础，但缺乏足够的实践培训支持。综上，学习能力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个体经营型农

户具备较强的学习与适应能力，而扶贫补助型群体则处于显著劣势。应通过提升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加

强技能培训普及面、优化培训形式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增强弱势农户群体的学习能力与发展潜力，从而

提升其生计恢复力的内生动力。 
 

 
Figure 4. Indicator scores for farmers’ learning capacity 
图 4. 农户学习能力指标得分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 

本研究基于 Speranza 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系统评估了察哈尔右翼后旗不同类型农户在缓冲能力、

自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三方面的表现，揭示了区域生计恢复力的整体状况与类型差异，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和政策参考价值。 
从整体结果来看，揭示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户生计恢复力整体偏弱(0.391)，且呈现“缓冲能力 > 自组

织能力 ≈ 学习能力”的维度失衡特征，与国内生态脆弱区普遍规律高度吻合。与黄土高原榆中县

(0.35~0.42) [13]、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0.38-0.43) [14]相比，三地恢复力均处于中低水平，印证了生态约

束区农户面临共性的资源短缺与能力短板。然而，维度结构差异显著：本研究中缓冲能力占比高达 54.7% 
(盐池县仅 50.1%) [15]，而学习能力权重不足 20% (盐池县为 28.3%)，反映干旱草原区更依赖物质资本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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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风险，但适应转型能力更弱。 
此外，研究还发现，农户类型分异亦呈现重要特性：务工主导型恢复力(0.431)显著高于扶贫补助型

(0.231)，极差达 2.14 倍，较陕北佳县“非农型 > 兼业型 > 纯农型”梯度[16]更为悬殊。这种差异凸显

边境区位特殊性–务工型农户依托跨境劳务获得人力资本溢价，而补助型因人口外流导致社区联结断裂

(自组织能力仅 0.069)，与盐池县移民区差异较小(0.41 vs 0.38)形成对比。此发现强调地理区位对生计路径

的差异化塑造，为生态脆弱区政策制定提供空间适配性依据。 
综上，本研究既验证了生态脆弱区生计恢复力的共性约束(如自组织/学习能力短板)，也揭示了边境

干旱区的独特性，对完善“区域差异化”生计干预策略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4.2. 结论 

本研究围绕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村地区，构建了以缓冲能力、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为核心的农户生

计恢复力评价体系，结合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整体及不同生计类型的恢复力水平，主要结论

如下： 
整体生计恢复力偏低，提升潜力较大。察哈尔右翼后旗农户平均生计恢复力指数仅为 0.391，处于中

低水平，特别是在自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方面存在较明显短板，亟需从政策与实践层面加以改善。 
不同农户类型恢复力差异显著。个体经营型农户恢复力最强，扶贫补助型农户最弱，类型间最大差

距达 2.14 倍(P < 0.001)，说明资源禀赋和收入结构直接影响其风险抵御与恢复能力。 
各能力维度特征不一。缓冲能力普遍较强，个体经营型与务工型优势明显；自组织能力整体偏弱，

特别是扶贫型农户社会连接与基础设施覆盖严重不足；学习能力方面，信息获取和培训参与差距较大，

是当前提升恢复力的关键方向。 
基于以上发现，建议：一是重点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扶持，提升其资产基础和社会保障水平；二

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网络，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度；三是优化农村技能培训体系，增强农户主

动学习与适应能力，从而推动区域生计系统由脆弱向韧性转变，实现乡村振兴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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